
路和史料搜集的執著精神。之後，

《雜書過眼錄》、《儲安平與〈觀

察〉》、《靠不住的歷史：雜書過眼

錄二集》相繼出版，體現了他一貫

的學術追求。最近，閱讀《書生的

困境：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問題簡

論》（以下簡稱《困境》，引用只註頁

碼），使筆者對謝泳目前的關注及

這部著作產生了想要說的話。

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伴隨�現

代革命與社會現代化浪潮，在歷史

變遷中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歷史、文化等

的研究，最終還是必然回歸到對人

的研究。這 「̈人」包含的範圍極其

廣泛，人事、著作、生平等等都應

納入。正如陳子善所說：他「研讀

中國現代文學史，歷來注重歷史的

細節，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遊細

節，作品的創作、發表和流傳的細

節」，他「對法國年鑒學派的治學路

向是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歷史的

細節往往是原生態的、鮮活的，可

以引發許許多多進一步的研究」1。

知識人與國家的苦難關係
——評《書生的困境：中國現代知識

份子問題簡論》

● 袁洪權

1990年代末，謝泳所著《教授

當年》、《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

份子》、《逝去的年代》等著作，集

中體現出他的現代知識份子研究思

謝泳：《書生的困境：中國現代

知識份子問題簡論》（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從事中國現代文學、

歷史、文化等的研

究，最終還是必然回

歸到對人的研究。

「人」包含的範圍極其

廣泛，人事、著作、

生平等等都應納入。

謝泳的《困境》，正彰

顯出對「人」的細節所

作的微觀考察。而他

關注的「人」，側重於

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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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泳的《困境》，正彰顯出對「人」的

細節所作的微觀考察。而他關注的

「人」，側重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一　深刻的歷史反省意識

敬文東曾說：「審視中國知識

份子的命運和他們的心路歷程，不

是為了向歷史撒嬌，更不是為了向

歷史索賠，甚至不是為了簡單地證

明誰對誰錯，而是為了保證今天和

明天的我們活得更理智、更聰明、

更幸福、更踏實。」2謝泳關注現代

知識份子命運，挖掘知識份子命運

細節，絕不是嘩眾取寵、招搖過

市，而是建立在他深刻的歷史反省

上。

《困境》一書，僅收錄謝泳最近

十年的學術關注：1950至70年代新

中國知識份子命運和知識份子事件

（〈1949年前相對論傳播及對中國知

識界的影響〉一文除外）。新中國成

立後，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確立的

過程中，現代知識份子與新政權的

關係出現微妙的變化，甚至曾一度

緊張3。顯然，謝泳考察的是帶有

自由主義傾向的現代知識份子。在

他看來，延安知識份子與新政權並

不存在緊張關係；他們以勝利者心

態迎接新中國誕生，成為新政權合

法的主人。但接受歐美教育、有留

學經驗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卻不

同，他們堅守自由主義價值，面對

新中國成立，不可避免地表現出與

新政權在精神信仰上的緊張關係。

特別是1951至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

動，使現代知識份子的這種內心緊

張，被推到一歷史高度。

其實，長時間閱讀謝泳的文

字，筆者發現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對

現代知識份子的曲折命運進行有效

梳理，並描述現代知識份子複雜的

心路歷程。但他絕對不像當前中規

中矩的學院派學者，要「中規中矩」

地寫作像樣的學術論文。作為關注

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學者，謝泳時

刻警惕他的研究被體制化。他總是

帶�「同情」的心態，對研究對象進

行關注。所以，在挖掘現代知識份

子細節的過程中，他關注的恰恰是

被遺忘的知識份子、被忽視的知識

份子事件，或者是學院體制內多數

學者不太在意的對象。例如，在

一篇隨感文章〈王瑤學術道路中的

「陳寅恪影響」——紀念王瑤先生逝

世二十周年〉中，關於王瑤，可供選

擇的研究點很多，研究者一般「都

會提到魯迅對他的影響」（頁1），但

謝泳關心的卻是王瑤的學術底蘊、

學術建構的真正來源。他從王瑤的

學術文字隙縫¨發現，「1949年前

王瑤重要學術論文中，引述最多的

一個學者就是陳寅恪。王瑤關於中

古文學思想研究的所有論文中，在

同時代學者中，只提到過魯迅、劉

師培、陳寅恪等極少數學者，而提

到最多並直接正面引述觀點的，恰

是陳寅恪。」（頁3）

在〈從一本國文教科書看中國

現代文學教材模式〉一文中，謝泳

選擇《大學國文（現代文之部）》作為

研究對象。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夕解

放區建構「大學叢書」之一部，由華

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

會編輯，前有葉聖陶序言，但真正

參與此書編輯的，還有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國文系的同仁們。從《大

謝泳最大的心願就是

對現代知識份子的曲

折命運進行梳理，並

描述現代知識份子複

雜的心路歷程。他總

是帶�「同情」的心

態，關注被遺忘的知

識份子、被忽視的知

識份子事件，或者是

學院體制內多數學者

不太在意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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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文（現代文之部）》的目錄中，

謝泳揭示出教材背後反映的新中國

大學「文學教學」的價值傾向：

一、它對作家和作品的選擇帶

有明顯的排斥性，那些在中國新文

學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作家都沒

有作品入選。⋯⋯

二、以政治人物的作品為先

導，此點對於後來中國現代文學史

教學的影響很大。⋯⋯

三、對於新文學作家的認可，

基本以毛澤東的喜好為尺度。⋯⋯

四、以延安文化為唯一的取

向。⋯⋯（頁62-63）

他結合新中國成立後新文學教

學問題作深入分析，並對李何林、

王瑤起草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

大綱〉做了有效闡釋。此外，他認

為王瑤在具體寫作《中國新文學史

稿》的過程中，特別是上冊，還沒

受到明顯的政治影響，秉承�他的

學術傳統，所以上冊的價值明顯大

於下冊4。

在〈「文藝學」如何成為新意識

形態的組成部分——以1951年《文藝

報》一場討論為例〉一文中，謝泳通

過對《文藝報》在1951年展開的一場

討論，對學術轉化為意識形態的過

程進行了剖析。在文藝整風運動

中，文藝學教學首當其衝。1951年，

《文藝報》以專欄形式，開始對文藝

學教學進行有效規訓。在一篇題為

〈關於高等學校文藝教學中的偏向問

題〉的「編輯部的話」中，《文藝報》

就文藝教學提出了看法：「現在有些

高等學校，在文藝教育上，存在�

相當嚴重的脫離實際和教條主義的

傾向；也存在�資產階級的教學觀

點。」5原先在校園¨作為教材的文

藝學著作，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

《文藝報》批評，比如林煥平著《文學

論教程》被批判的原因很簡單——

該書「打起馬列主義招牌，販賣帝

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反動言論，

毒害群眾」6、「用資產階級唯心觀

點來冒充馬列主義的觀點」7、「存

在�帝國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的

反動文藝思想，使青年讀者受到了

毒害」8。

教師隊伍的重新形塑，亦是批

判的應有之義。《文藝報》的「編輯

部的話」很快指出教師隊伍中存在

的問題：「第一種情況是某些教師

還十分缺乏思想上的自覺，不肯放

下包袱，不願正視自己教學中的嚴

重偏向」，甚至「企圖抗拒群眾的

批評」，「第二種情況是自尋安慰，

不敢和不願觸及自己的缺點」9。在

黃藥眠、姚奠中、劉思虹的檢討

文字bk帶領下，文藝學教師隊伍受

到「清理」。

在高等學校文藝學教學偏向的

批判運動中，呂熒成為批判焦點，

其問題由學生反映出來。這場關於

文藝學教學偏向的討論，本身指向

的是課程重新設置和高校教師的思

想改造，但謝泳的思考並沒有停留

於此，而是深入挖掘，透露出歷史

的發展前兆，即日後對《紅樓夢研

究》的批判在1951至1952年文藝學

教學批判之中預演了一次（頁72）。

呂熒在運動中不僅「喪失」教授尊

嚴，而且直接影響到「課程設置權

力的消失」（頁87）。文藝學教學轉

向的背後，還存在�如此複雜的人

事關係和意識形態的轉型與建構。

關於文藝學教學偏向

的討論，本身指向的

是課程重新設置和高

校教師的思想改造，

但謝泳的思考並沒有

停留於此，而是深入

挖掘，透露出歷史的

發展前兆，即日後對

《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在1951至1952年文

藝學教學批判之中預

演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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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料挖掘中特別注意細節歷

史，透過細節歷史微觀地考察中國

知識份子的命運，這是謝泳的獨特

之處。考察歷史的細節並不是我們

想像的那麼簡單。面對同一史料，

考察細微的人會閱讀到深刻的內

容；而擅長宏篇大論的人往往不會

注意細節。謝泳認為bl：

我們現在研究歷史人物，掌握基本

史料容易，但掌握歷史細節就比較

難，而歷史細節常常最能說明歷史

人物的氣質，在解釋歷史方面，那

些最容易被遺忘的細節，反而最能

說明問題。

歷史細節的重要性，在此可見一斑。

1949年後，知識精英與國家的

關係到底是甚麼樣？謝泳微觀地

考察了院士和學部委員選舉的變

遷，對這一問題作了詳細分析。顯

然，「政權轉換對知識精英的影響

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頁33）。

1948年院士的選舉，是「以學術為

基本原則的選舉，沒有意識形態色

彩」（頁36），這從兩個方面可得到確

證：一、屬於國民政府官僚主管系

統的人並沒有完全當選，如中國現

代著名法學家王世杰，雖然當過國

民黨宣傳部部長，後任國民政府外

交部部長，但在提名後並沒有當選

為院士；二、對國民政府進行意識

形態攻擊的人，如馬寅初、郭沫若

赫然在名單上（頁36）。謝泳由此得

出結論：「對一個時代學術制度的

評價，要看它對於學者政治選擇的

容忍程度，也就是說，一個時代

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對寬容，要以它

的體制化行為來評價。」（頁37）但

1955年學部委員選舉的標準卻發生

變化，從學術水平到政治情況兩方

面都納入考量，「學部委員必須是

學術水平較高，在本門學科中較有

聲望，政治上無現行反革命嫌疑的

人」。在這種原則指導下，中國科

學院列出了「不應列入的三條標準」

和「應列入的四條標準」（頁40）。

給歷史人物作結論，看似輕鬆

而簡單，但這些簡單的結論往往經

不起歷史檢驗，更不可能在歷史長

河中流傳下去。1950年代胡適批判

運動，可謂聲勢浩大，體制力量亦

參與其中，但體制力量的背後卻是

政治權力的「運作」。《陸定一傳》中

有句話，說1954年批判胡適，「郭

沫若是感興趣的，原來他們的學術

觀點就有分歧」bm。為了深入批判胡

適，徹底清除胡適在知識份子中的

影響，1954年中國科學院院部和中

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召開擴大會

議，中國作協成立「胡適思想批判討

論會工作委員會」，委員由郭沫若、

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

老舍、邵荃麟、尹達九人組成，下

設秘書處，由劉大年、陳白塵、劉

桂五、陳翔鶴、田鐘洛五人組成

（頁231），陳白塵任主任（頁238）。

對待歷史人物，如果不採取實

事求是的態度，即使形成經典化"

述，但隨�時代變遷，經典"述卻

會成為歷史的反諷。當筆者在圖書

館翻閱厚厚的八卷本《胡適思想批

判：論文彙編》時，不能不驚嘆當時

學術界為批判胡適思想而對其思想

的「分類」與「分層」曾作如此細緻的

考訂。特別是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

在史料挖掘中特別注

意細節歷史，透過細

節歷史微觀地考察中

國知識份子的命運，

這是謝泳的獨特之

處。謝泳認為，在解

釋歷史方面，那些最

容易被遺忘的細節，

反而最能說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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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會（中國文聯）的分工上，陣容如

此壯觀：艾思奇（哲學思想批判）、

侯外廬（政治思想批判）、范文瀾

（歷史觀點批判）、馮友蘭（《中國哲學

史》批判）、黃藥眠（文學思想批判）、

何其芳（《中國文學史》批判）、尹達

（考據的地位和作用的批判）、張天

翼（《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

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批判）、聶紺

弩（關於《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

（頁232）。這些召集人都是當時中國

哲學社會科學界著名的知識份子。

他們在特定時代¨，往往被認為是

最具有「精英意識」的知識份子，代

表�知識文明的程度。但他們卻在

批判運動的時代¨，充當�政治批

判的「工具」。

馮友蘭和胡適的關係，非同一

般。1949年國民政府搶救北京高校

教授運動中，馮友蘭是搶救的對象，

胡適親自過問過馮友蘭的情況。何

其芳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他

求學時代的北大校長正是胡適。

從胡適對學生的關注來看，何其芳

在延安及其在建國以後的情況，他

不可能不了解。但胡適忽略的是，

正是這些朋友、學生，徹底鏟除了

他的思想在新中國的影響。歷史看

似很簡單，特別是理解結論時，顯

得相當簡略。但當我們重新梳理其

過程時，歷史背後的複雜與沉重、

複雜的人事關係讓人對建國初期知

識份子的使命產生懷疑。他們往往

把參加政治批判運動看作是一件光

榮的事情。王若水的回憶很值得「把

玩」，因為參加這樣的政治批判運

動，王若水內心相當高興，他覺得

這是組織對他的信任（頁233）。所

以謝泳認為，對待新中國知識份子

研究，一定要恰當分析當時知識份

子的心態，萬不可斷章取義下判斷。

三　獨到的思想史眼光

研究新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

期刊和報紙是重要的研究對象。在

《困境》一書中，謝泳主要關注了

《學習》、《紅樓》、《朝霞》、《文藝

報》和《文匯報》。

針對《學習》的關注點，謝泳從

思想史角度選擇1951至1952年的思

想改造運動進行論述。作為中共中

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刊物，

在1950年代初期的思想「形塑」中，

《學習》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文獻

價值。該刊編輯部以胡繩、于光

遠、王惠德等為代表，撰稿者是清

一色的延安知識份子，他們的學養

背景具有一致性。但1952年思想改

造運動高潮時，該刊有四篇文章對

中共思想改造運動的理論建構產生

誤解：第1期許立群的〈只有馬克思

歷史看似很簡單，特

別是理解結論時，顯

得相當簡略。但當我

們重新梳理其過程

時，複雜的人事關係

讓人對建國初期知識

份子的使命產生懷

疑。他們往往把參加

政治批判運動看作是

一件光榮的事情。

《學習》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主辦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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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主義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思想改

造〉，強調對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

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去根本否定資產

階級思想；第2期吳江的〈評民族資

產階級的「積極性」〉，把資產階級

在革命進程中的作用說成是「資產

階級的欺騙手段」；第3期艾思奇的

〈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于

光遠的〈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

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根

本否認資產階級在革命歷史進程中

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這幾篇文章的「主要意思」，就是根

本鏟除資產階級在新中國的「生存」

（頁128）。

《學習》的政治背景，決定了它

代表�中共黨內的某種思想傾向。

民主黨派人士及資產階級閱讀到這

些文字，產生了很大驚恐：「他們

問發表這幾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國共

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變了。」

（頁131）新中國成立的「合法性」，

本身建立在《共同綱領》上，但《共

同綱領》中明確地寫�「保護工人、

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

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

業國為工業國」、「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

形式。其組織成份，應包含有工人

階級、農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

份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

級、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

國民主份子的代表」bn。這說明新中

國的階級構成中，資產階級（包括

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重

要的組成部分，但《學習》發表這些

文章，卻根本否認資產階級的合法

性。它受到來自黨內高層的批評是

必然的，因為這涉及到中共在具體

執政過程中的策略。謝泳挖掘了

《學習》雜誌寫作檢討書的深層原

因，在思想史的清理中完成了對這

一事件的論說。這正是他獨到的思

想史眼光。

《紅樓》創刊於1957年，學生和

教師是主要撰稿人。由於《紅樓》創

刊停刊均處於多事之秋的1957年，

其文獻價值不容低估，「是研究中國

『反右』運動史的重要史料」（頁147）。

作為綜合性文藝雜誌，它與北京大

學的內在思想史關係是值得梳理

的。特別是那批學生後來成為中國

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力量，顯然

與他們大學時代的學術培訓有很大

關係。謝泳認為，「研究中國現當

代文學史的變遷，對這個群體的關

注，有助於深刻認識中國現當代文

學研究的總體發展水平」（頁151）。

他�意之點，仍舊是思想史梳理。

此外，他還把《紅樓》和《新潮》

作縱向比較，從作者群體、精神氣

質到發刊詞，都有所梳理，並得出

如下結論：《新潮》作者生活在開放

時代，「在學術上具有創造性，在

思想上具有先鋒性」，「許多參加過

直接的政治活動，但沒有人為政治

活動付出終身代價」；《紅樓》作者生

活在封閉時代，「他們的獨立人格

和創造精神已無法實現，扭曲的人

生決定了扭曲的學術」，「凡直接參

與政治活動的，都付出了終身代

價」（頁164）。

《朝霞》是文革期間重要的文學

期刊，但它在文學史"述中卻「缺

席」。因《朝霞》與文革文學的關係，

對它的評價往往帶有「否定性」。但

回到文學史發生學意義上，「中國

《朝霞》是文革期間重

要的文學期刊，但它

在文學史L述中卻

「缺席」。因《朝霞》與

文革文學的關係，對

它的評價往往帶有

「否定性」。謝泳指出

《朝霞》完全是以文藝

形式配合和圖解當時

的政治，不是陰謀的

產物。這對於還原

《朝霞》的本來面目，

意義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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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以後的文學源頭，其實是

從這本文學雜誌開始的」（頁178）。

筆者曾關注過並翻閱過《朝霞》，

感興趣的還是它的版式設計以及封

面畫面，這些細節處透露出一個時

代的文學審美傾向。謝泳在閱讀文

獻的基礎上，透露出重要信息：

「《朝霞》完全是以文藝形式配合和

圖解當時的政治，但雜誌本身並不

是陰謀集團，也不是陰謀的產物」

（頁182）。這對於還原《朝霞》的本

來面目，意義非同小可。

眾所周知，由於學術界的浮躁

心態，論文、專著的機械化生產，

已經使學術本身的合法性遭受到質

疑；論文、專著可以用數字來衡

量，已經使學術研究本身貶值。始

作俑者不是別人，不是學術體制，

而是來自學術界的浮躁心態；二手

資料的使用、垃圾文章的出現，使

淨土一塊的學術界撕破了那塊「遮

羞布」。以二手資料寫出的論文、

專著，在謝泳的文字面前，其價

值、意義的高下顯而易見。

儘管報紙在新中國很快實現

「轉向」，但它透露的信息量仍是最

大的。要了解新中國文學史、思想

史歷程，關注報紙是必然環節。我

們知道，要梳理新中國思想史，必

須閱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

《解放軍報》、《文匯報》、《新民

報》、《大公報》。所以，讀謝泳

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是如何完

成的——以1952年《文匯報》「肅清

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

品的影響」為例〉一文時，筆者倍感

親切。

《文匯報》在建國初期是私營報

紙，1951至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後

逐漸轉變其性質。它的辦報宗旨是

為知識份子提供信息。相對而言，

閱讀群體的文化程度比較高。但

有一段時間，《文匯報》亦向中學生

傾斜。謝泳從「文學制度的變化」

入手，以1952年6月該報紙「文化廣

場」新專欄中設置的「肅清傳播資產

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

欄目，看出很多事件的實質，「在

純粹讀者參與的討論中，更能看出

一個時代文學創作、文學教育、文

學欣賞和文學評論的轉型是如何

發生的」（頁96）。另一方面，作為

1950年代校園普遍文化接受中兩部

重要小說，《風蕭蕭》、《飄》（Gone

with the Wind）因描寫了愛情穿插其

間的故事，對中學生和大學生有�

深刻吸引力。但當時看來，「這兩

部小說都是黃色作品，因為它們寫

了愛情」（頁104），對青少年思想意

識形塑會有腐蝕作用。所以，該欄

目利用思想改造運動，結合兩部小

說的批判來清理青少年的思想，可

謂一石二鳥。

但這一欄目的設置，有深層的

文化機制蘊藏其中。至少在筆者看

來，《文匯報》推出這種專欄，與學

習《中國青年》推薦青年閱讀書目有

很大的「借鑒」關係。「組織」運作下

的文學閱讀，應該是這次專欄設置

的實質。或許，「肅清傳播資產階級

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不僅

是中國當代文學實現轉型，更重要

的是，一種新的閱讀方式形成，即

「組織」運作下的文學閱讀。1955年

10月，俄國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

和總農藝師》被共青團中央規定為

青年團員必讀書，正是「組織」運作

下文學閱讀的結果。

《困境》一書給筆者的

總體感覺是謝泳強烈

的「考據癖」。對於關

注的事件，他不放過

任何一項與此相關的

資料，這是一種學術

執著態度，卻並沒有

讓他完全陷入繁瑣的

考據中，相反，他講

求故事性、文字生

動，顯示出史學功底

和特有的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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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術研究，按照中國傳統學

術理路來分，有兩種基本方式：一

是講求「義理」，一是講求「考據」。

但在中國傳統學術思路上，考據學

自清代以來一直有�重要影響。閱

讀《困境》一書，給筆者的總體感覺

是謝泳強烈的「考據癖」。對於關注

的事件，他不放過任何一項與此相

關的資料，這是一種學術執著態

度。但這種「考據癖」，並沒有讓他

完全陷入繁瑣的考據中，使文字顯

得乾癟。相反，他關注每一事件，

都講求故事性、文字生動，顯示出

史學功底和特有的文風。

謝泳說到他「偏重史料搜集和

判斷」，「對史料本身的興趣遠超過

對史料的分析」（頁288），他認為這

是他的缺點。顯然這是謙虛之言，

與當前那些大而空的論著相比，學

術界更需要這種「發現史料」的論

著。隨�資訊科技日新月異，愈來

愈多的人逐漸喪失了史料搜集和整

理能力。這對具有考據學傳統的中

國學術界來說，無疑是學術傳統的

「斷裂」。據筆者的閱讀經驗，以及

當前研究生的培養中，資料搜集和

整理的培訓已被冷待，儘管研究生

人數和規模在擴大，但論文和專著

的質量卻每況愈下。看到《困境》這

樣厚實而有故事性的著作出現，無

疑給浮躁的學術界一服清涼劑，值

得大家細細「品味」。

註釋
1 陳子善：《邊緣識小》（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2。

2 敬文東：〈長廊與背影書系．

總序〉，載耿傳明：《周作人的

最後22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

社，2005），頁2。

3 謝泳從1990年代就對自由主

義知識份子與新中國政權的關係

進行梳理，他的關注點集中在自

由主義知識份子內心�的緊張心

態。

4 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出

版後，很快受到批判。《文藝報》

為此召開座談會，邀請北京的新

文學研究者、新文學作家、文教

部門官員進行座談，試圖規訓新

文學史寫作，從座談會記錄中可

看出。

5 〈關於高等學校文藝教學中的

偏向問題〉，《文藝報》，1951年

第5卷第2期，頁3。

6 聞山：〈荒謬絕倫的「文學論

教程」〉，《文藝報》，1952年第

5號，頁23。

7 姚文元：〈注意反動的資產階

級的文學理論〉，《文藝報》，

1952年第5號，頁25。

8 林煥平：〈我決心批判我的

反動思想〉，《文藝報》，1952年

第9號，頁39。

9 〈關於高等學校文藝教學中的

偏向問題〉，《文藝報》，1951年

第5卷第5期，頁22。

bk 黃藥眠：〈關於文藝學教學的

初步檢討〉、姚奠中：〈我對文藝

學教學的檢查〉、劉思虹：〈也談

談我的文藝學教學〉，均見於《文

藝報》，1952年第4號，頁23-27。

bl 謝泳：《靠不住的歷史：雜書

過眼錄二集》（桂林：廣西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9），頁177。

bm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

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9），頁394。

bn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

綱領〉，《人民日報》，1949年9月

30日。

袁洪權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07級

博士生，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

學院、西昌學院中文系教師。

學術界需要這種「發現

史料」的論著。隨�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

愈來愈多的人逐漸喪

失了史料搜集和整理

能力。這對具有考據

學傳統的中國學術界

來說，無疑是學術傳

統的「斷裂」。


